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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60年代，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用國民生產總值和工人工資的增長揭示了教育

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即：通過教育獲得知識技能的工人具有更高的生產

力，會帶來更高的經濟和社會效益1；工人所具有的知識技能被定義為人力資

本。隨後的30多年e，有關正規教育的效益的研究都報告了正向的回報率，因

而投資教育被認為是國家發展、擺脫貧困以及保持經濟優勢的重大策略。90年代

信息技術迅速興起，人們認為未來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增加教育投資成了

國際經濟競爭的又一高峰。中國領導也在各種重大政策中，推進高科技和教育

的發展，以求國家在人力資源方面，以最佳狀況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然

而，教育迅速擴展的同時，很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歷了許多伴隨出

現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使得不少教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質疑教育的功

能。然而，這些問題在教育發展決策時卻往往被忽略。

本文要提出一個二十一世紀中國面臨的挑戰：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支持

可持續發展的終生教育體制。本文的目的是確立此題的研究價值，及其有關的

社會發展的政策和實踐的意義。本文第二部分概述在教育作為國家發展策略

時，所伴隨出現的社會問題。爾後，從三個方面提出教育體制所面臨的挑戰。

二　教育擴展中伴隨出現的社會問題

如前面提到，人力資本理論認定工人具有的知識和技能可以提高生產力。

然而，對於教育如何提高生產力，則有不同的解釋。斯本塞（Michael Spencer）

認為2，教育在勞動市場上為工人可能達到的生產效率力提供信息：學歷較高的

人在一定時間內獲得更多教育，由此推斷他們獲得教育的成本低些。塞羅

（Lester C. Thurow）則認為生產效率力是工作過程本身具有的特徵；僱主挑選教

育程度高的人是因為他們的培訓成本可能低些，對工作熟悉快些3。另一些學者

則持激進的新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工人從教育中獲得的知識技能並不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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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效率和收入的主要因素4。工人從教育中培養起來的性格，便於僱主管理和

控制他們，工資只是資本主義制度對工人性格的償付。筆者對深圳的企業職工

培訓的分析認為，與工作有關的技術和能力主要是在與生產過程有關的培訓和

工作中學到的，基礎教育培養了工人的可培訓性和對變化的適應性5。

由於西方的發達，不發達國家均跟從其發展模式。教育擴展作為社會和經

濟發展的重要策略，也是以西方現行教育制度演變來的。但從發展中國家的經

驗觀察到的，更多的是按照西方模式發展帶來的種種困擾。例如教育程度高人

口的失業率並不比教育程度低人口的失業率低；接受職業教育培訓的畢業生並

不在本行就業，而普通高中仍然是走向上層社會的必經路徑；僱主和學生單純

追求文憑。在中國可以看到，農村受教育程度高、年輕的人口向城市流動，造

成城市規模擴大，就業困難。而留在農村的大多是老弱和婦女，發展滯後日益嚴

重。發展中國家的優秀人才流向發達國家，成為發達國家廉價而優質的人力資

源，等等。這些令人困擾的問題顯然與教育和經濟發展政策初衷相違背。

隨�發達國家成熟技術向不發達國家轉移，技術輸入和信息技術在生產過

程中的滲透，人們普遍注意到工作的技能要求不斷提高，因此推斷，對工人的

教育要求也要提高。但人們卻忽略了技術的使用可能使某些生產工藝更容易控

制。深圳的發展就經歷了許多這樣的故事：一個一般的熟練女工即可預定和監

視幾十台數控的縫紉機的生產，僱主不再需要對工人進行機繡技術訓練，並大

量削減了生產人手。在快速發展地區常見到僱主為保持市場上的競爭地位，調

整企業技術和管理結構，降低成本。僱主可能使用計算機控制生產（CAM）和信

息技術，將技術和行政的要求直接由高層傳遞給生產前線的管理和技術人員，

減少中層管理的繁煩過程和人員。而低層的生產人員只需技術熟練工和半熟練

工。那些留在生產過程中的高、低層人員會經常面對因科技進步而產生的一次

次技術變遷，而他們在正規學校教育習得的專門知識技可能早就過時。

中國20年來的整個經濟制度改革，也在追求效益和競爭力。原有的國有、集

體所有制企業改造和技術更新，產生大量下崗人員。外資、合資和民營企業等所

有制相繼出現。它們雖然吸收了大量勞動力，但由於他們傾向採用新技術，相對

僱傭的工人就少。另外，這些企業多實行短期合同制，導致僱工不穩定。農業採

用新技術也使得農業生產力大大提高，出現剩餘勞動力，他們流向城市，加大了

無業人口的數量。上述原因使下崗、待業人員以及學校畢業人員處於無業狀態的

時間增長，規模不斷增大，這將使教育投資的私人和社會回報率下降。

在現代化過程中，城市人口的就業，以及農村人口佔有相當的農產品帶來的

收入，是人口社會和經濟地位的基本保證。因而，結構性失業人口加大，下崗人

口和待業人口增加，以及轉業時間增長，都會減少該部分人口的經濟收入和阻礙

他們對社會的參與。這將涉及到社會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問題——社會公平性和社

會穩定性，即國家是否能為每個公民公平地提供經濟和政治參與的機會。

從以上國際和中國發展過程中觀察到的問題及困難表明：科技和教育如何

對發展作出貢獻，顯然比決策者所推論的更為複雜。我們有必要從三個角度指

出教育作為發展戰略的局限和所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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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技快速發展對正規教育的挑戰

談科技發展不可以忽略人的壽命。中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已從1949年的35歲

達至現時的70歲左右。在此期間，知識技術的發展和更新的周期大大縮短。

1985年中國還沒有傳真機，電傳打字仍是經濟特區秘書培訓之主要內容。而如

今中國每個城市辦公室對互聯網毫不生疏。電子產品從1980年代初的手插件、

手焊，進步到90年代的機器插焊。工程設計從徒手畫到了CAD，生產變為CAM

控制。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會經歷多次技術變更，以及社會性的經濟、文化和觀

念上的變革。中國現代社會在過去20年所經歷的變化，對這樣一個社會和技術

變革與人的壽命之間的關係，已是不需要論證的了。然而，正規教育面臨的一

個挑戰是，工作前的正規教育所提供的知識技術，是否足以使每一個人應付一

生中所要經歷的變革呢？如果我們認為可以，那麼，當九年教育不足以提供較

多的基礎教育，十二年教育是否就夠了呢？再加四年大學教育呢？大規模高等

教育是否可以滿足工作對技術知識的要求呢？還是會產生大量的教育過剩和失

業呢？或是出現大規模教育投資效益低的情況呢？

美國就出現這樣的情況。1984年曾滿超對美國的電訊公司IAT&T的職工

教育和企業生產能力進行估算，他發現在這個年產為570億的大公司e，1981年

有8%，即近50億美元的虧損，是與職工教育水平過高有關6。職工學歷高於工

作技術要求，個人技術能力無從發揮，對工作的不滿意感增加，曠工、工作怠

慢和頻繁辭工都增加了生產成本。社會發展需要具有技術的人才，但高技術人

才不一定是高學歷的等同。

這e有兩個問題要闡述：技術發展的理念和人力資本更新的途徑。以往，

社會和生活中的重大變化可能要延伸幾代人才能完成；而如今，許多重大變化

相繼出現在一個人的一生中，甚至短短的一二十年內。圖1表現了這些變化。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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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知識、技能和觀念在發展中的差距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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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加速發展時，職工們在青少年時期通過正規教育積累的知識、技術與價值

觀，在幾年之內就大都變得過時和陳舊了（如虛線B1所示），有些東西則顯得多

餘而派不上用場。新引進的生產設備和工作要求，以及新的生產和管理方式，

甚至新的生活方式需要人們大量吸收新的技術知識、學習新的工作以及建立新

的價值觀念，如虛線B2所示。舊的過時了，而新的要求在提高，當兩者同時出

現時，便產生了現有職工的人力資本與企業有形資本和企業所期望的人力資本

產生差距。職前教育不能傳授將來才可能出現的知識、技術與觀念，不能滿足

人一生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及觀念。因而，現代技術和生產的模式與僅僅依靠正

規教育來發展人力資源產生了社會體系之間的不吻合。

如何解決呢？我們看看發展快速地區的實證研究。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在

職培訓和成人教育成為有效地提供和更新知識技能的社會教育體系。在發達經

濟中，成人教育的擴展被稱為「靜靜的爆炸」7。在美國，工人採取「邊幹邊學」來

學習技能8；在南美的哥倫比亞，工人會自己安排與工作有關的學習和培訓9。

看看我們中國的經驗吧！1980-95年間，深圳250萬勞動人口中有207萬人次

接受過培訓或成人教育bk。知識技能上的差距使得企業和職工產生了一種縮小差

在快速發展過程中，

在職培訓和成人教育

成為有效地提供和更

新知識技能的社會教

育體系。1980-95年

間，深圳250萬勞動

人口中有207萬人次

接受過培訓或成人教

育。深圳和上海均有

近2 /3的職工接受了

各種在職培訓。不少

職工甚至會在當地的

成人教育機構尋求自

費的教育培訓機會。

表1　深圳、上海和重慶職工正規教育、成人教育與在職培訓分布比較

正規職前學歷教育

抽樣 小學  初中 普高 職高 大專 大學 遺漏

總數 （%） （%） （%） （%） （%） （%） （%）

深圳 1996 4,002  － 19.1 34.0 20.4 8.5 15.2 2.8

上海 1997 6,320 0.7 30.0 20.5 27.9 6.9 7.6 6.4

重慶 1998 3,662  2.6 29.2 27.0 22.1 5.3 7.6 6.1

自費成人教育

抽樣 參與 短期職業 學歷教育

總數 總量 技術培訓 其中大專  其中中等

（%） （%）  （%） （%） （%）

深圳 1996 4,002 31.0 20.2 10.8 71.0 29.0

上海 1997 6,320 37.7 12.1 25.6 64.0 36.0

重慶 1998 3,662 36.1 19.7 16.5 NA NA

企業提供的在職培訓

各類培訓

抽樣 參與 技術 新興 企業

總數 總量 入職 雙補 提高 技術 管理 學歷 文化 其他

（%） （%） （%） （%） （%） （%） （%） （%） （%）

深圳 1996 4,002 59.0 29.8 3.4 43.0 7.9 16.3 － － 7.9

上海 1997 6,320 60.4 27.7 13.6 29.6 3.1 14.9 16.3 16.0 7.7

重慶 1998 3,662 40.5 28.2 6.5 24.0 4.9 16.6 9.4 8.9 8.5

註：深圳的調查得到香港中文大學「直接撥款」的資助（Direct Grant Ref. No. 2020287）。上海的調

查得到香港「研究撥款委員會」的資助（CUHK4019/9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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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願望。產生這一願望有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意識到人力資本和其他發達

經濟國家之間的差距，以及參與全球經濟大循環的願望。第二個因素就是中國

人頭腦中根深柢固的儒家修身之道，即通過學習來不斷提高個人修養，說白了

也就是「活到老，學到老」。這兩種因素促使了企業和職工去迎接種種挑戰，縮

小工人技能和企業生產力中的差距。

筆者對深圳76家企業、上海66家企業以及重慶55家企業的抽樣調查發現，

大量職工接受過僱主提供的在職培訓以及自費的成人教育。表1顯示深圳、上

海、重慶三地的職工在過去三年內接受在職培訓的情況。深圳和上海均有近

2/3的職工接受了各種在職培訓。重慶經濟開發晚些，企業提供培訓少些。當企

業培訓不能滿足個人需要時，職工會在當地的成人教育機構尋求自費的教育培

訓機會。而企業提供的培訓對提高生產率是有效的bl。

為培養有技術的工人，中國自1985年以來的中等教育改革將50%以上的高

中生轉為學習職業技術課程。但在技術快速變化的生產過程中，中等職業教育

畢業生接受的在職技術培訓並不比普通高中畢業生少。表2表明，在深圳和重

慶，職業高中畢業生所接受的在職培訓與普通高中是同樣的bm。三個城市同樣

有大量具大專以上學歷的職工接受在職培訓，即使接受過高等教育也同樣需要

更新知識技能和調整觀念。成人的教育培訓不再單單是補足正規教育制度和財

政上的缺損，同時也為更新知識技能的社會性教育培訓提供體系，它保證工人

和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在快速發展的地區，知識、技術學習和觀念的調整是

持續性和累積性的bn。

企業和職工大量地採用成人教育與培訓的方式，更新自身的人力資本。對

企業而言，通過更新職員的知識、技術與觀念形成人力資本與有形資本之間的

平衡，以謀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競爭力。那些能建立和不斷保持這種人力和有形

資本平衡的企業，亦具有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深圳很多企業在二十年來發展

起可觀的研究與開發（R&D）能力，使香港企業也為之驚歎！對職工而言，更新

知識、技術與觀念可以使他們有效地工作，達到企業的要求，或者尋求另一份

成人的教育培訓不再

單單是補足正規教育

制度和財政上的缺

損，同時也為更新知

識技能的社會性教育

培訓提供體系。企業

和職工大量地採用成

人教育與培訓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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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深圳很多企業

在二十年來發展起可

觀的研究與開發能

力，使香港企業也為

之驚歎！

表2　以職前學歷為背景比較在職培訓分布

　　　　　深圳（1996）　　　　 上海（1997）　　　　重慶（1998）

抽樣人數* 參與培訓 抽樣人數* 參與培訓 抽樣人數* 參與培訓
（%） （%） （%）

4,002 59.0 6,320 60.4 3,662 40.5

小學 － － 97 33.0

初中 765 49.3 1,777 66.1 1,071 36.8

普通高中 1,358 65.8 1,260 66.4 987 44.0

高中段職業教育 816 65.4 1,827 56.5 811 42.2

大專 340 49.7 375 55.2 194 43.8

大學及以上 611 55.9 491 56.4 278 48.6

* 抽樣是以整個生產線為單位。因此，人員的學歷反映了企業人力資源決策和僱傭的實際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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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合適的工作。這些發展經驗揭示了成人教育在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及其不可忽

略的作用：職後的成人教育和在職培訓，回應了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力資本不

斷更新的需要。

四　社會全面平衡發展對教育帶來的挑戰

我們需要指出的是，正規教育對社會和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但其作用被

過份誇大。早期的教育經濟學家對教育回報率的測算是正向的。因此在各國，

特別是通過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世界銀行教育貸款政策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

組織的影響，教育擴展成了各國發展計劃中的重要政策。1996年，伯乃爾（Paul

Bennell）bo對早期的教育經濟學的估算公式提出了批評，指責其公式從理論和數

據使用上都忽略教育以外會影響個人生產率的其他因素，忽略了發展中國家的

非正規經濟部分並非以工資計算收入的實際狀況，和其他形式的勞動投入的成

本。因而，用工資來衡量發展中國家的教育回報不一定適當。他綜合分析了運

用此類公式研究的結果，發現教育回報率高低皆有。鍾宇平對香港職業教育與

就業的分析發現，教育的回報率與就業的行業有關，即：在擴展工業就業的工

人的回報率較高bp。鍾宇平對發展中國家職業教育回報率的審視發現，回報率高

低皆半，無一定論bq。計算回報率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研究者往往只計算在職工

人工資，而不包括失業人員。教育決策者常常把在職人員的教育與回報率的正

相關聯錯誤地用於社會的總教育決策的參考，因而忽略了失業人員無收入和需

要政府補貼的狀況。

有趣的是，1994年美國著名的教育經濟學家萊文（Henry M. Levin）和凱利

（Carolyn Kelley）br運用各方面的數據分析，發現美國中學生的學習成績與工資

收入無正向關聯；美國人口的教育程度在十年間提高了，但平均收入卻下降

了；黑人女性的教育程度在十年間提高了，但對福利的依賴卻增加了；人口的

教育程度提高了，但對社會政治的參與率（投票選舉率）卻下降了。他們指出，

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人民對國家機構的信心、企業的培訓和企業都與生產效

益和工資收入有關。

如果我們僅以萊文和凱利的分析作為投資決策的參考，就應該斷然削減教

育投資。可是發展國家的政府決策者一味天真地相信教育和科技會直接促進經

濟發展。必須指出，教育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產生作用，是在一個複雜

的、各種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進行的。科技和教育投資增加，並不能直

接決定生產力提高和解決社會其他方面帶來的問題。

在中國，甚麼樣的社會發展政策可以使教育投資達到最大效益，或是教育

如何可以最有效地配合其他社會發展政策，是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

需要研究的問題。例如大量下崗人員仍處於可工作年齡，卻長期滯留於就業大

軍之外，這就大大降低了個人和社會教育投資的回報率。如何利用和開發這些

失業人口的人力資本，乃是一個社會公平和效益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正規

教育對社會和經濟發

展有重要作用，但其

作用被過份誇大。

1994年美國教育經濟

學家發現，美國中學

生的學習成績與工資

收入無正向關聯；在

十年間美國人口的教

育程度提高了，但平

均收入和對社會政治

的參與率（投票選舉

率）卻都下降了；黑

人女性的教育程度提

高了，但對福利的依

賴卻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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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多種經濟的所有制出現後，發展滯後地區受教育較多的年輕人口大

量向發達地區流動。這e出現的問題有二。一是，新興的中小型和民運企業願

意僱傭這些年輕而廉價的勞動力，以降低成本。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生產力可

能愈高，但工資（生產成本）也就愈高；流動人口生活成本低，他們願意接受較

低的工資。因而廉價的流動人口在經濟發生結構性（包括生產技術結構和所有制

結構）轉變時，相對容易地進入了新興經濟行業，促使新企業降低成本，順利進

行資本積累。但同時使得發達地區下崗人員轉業和同等學歷人口就業更加困

難。問題二，這批人口從發展滯後地區流出，造成原地區教育投資增加而人力

資源更加缺乏，發展滯後期更長。過度地強調正規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大

規模發展，出現的可能不是預期的社會科技和生產效益的全面提高，而是社會

性的過量教育和就業困難，從而導致社會性的經濟低效益。

五　教育適應動態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如果我們仍然堅信教育對發展有正向作用，我們仍需要面對一些挑戰：教

育到底如何可以提供有用的技能和知識，使個人在工作和社會生活中獲益並形

成整體社會效益？這e要討論的是建立適應社會動態發展的教育體系，確定教

育內容、教育種類、教育途徑的問題。前面我已討論了國際和中國一些城市更

新人力資本的新途徑，就不在此累述。

就知識技能的內容而言，至少教育經濟學家在做效益成本分析時已在理念

上將知識和技能分為兩類bs，即通用和專門的知識技能。通用的知識技能是個人

可以隨身帶走的，對任何一個僱主或某一類僱主（例如基本的讀寫算和推理能

力，醫生對於醫院，木工對於家具廠來說）都是有用的。這類知識主要由正規教

育提供。而另一類專門的知識技能，只是對某一個僱主有用，而僱員離開那個

工作單位後，其知識技能在其他單位就沒有甚麼用了。這類技能包括專門技

能，也包括單位某文化和人際方面的知識能力。由於科技不斷更新，單位結構

和管理方式隨之改變，僱主對後一類專門知識技能，和前一類中的某些（醫生、

木工）知識技能提出新的要求。過去學到的變得陳舊了就需要更新。由於受影響

的不是一兩個僱員，而是整個單位和整個地區，大規模的教育培訓就成為解決

的策略。

為成人進行培訓教育，讓其學習新的內容應付社會變遷（技術的、政治的和

經濟的），在中國現代發展史上是有傳統的。早期毛澤東在長沙發起的工人夜

校、安源工人學校、晏陽初的鄉村學校、黃炎培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延安的抗

日軍政大學、50年代的掃盲運動、60年代初的工人技術革新，直至文化大革命

後的「雙補」教育和大規模的成人學歷教育，都是俯拾可見的例子。但這些早期

的成人教育都是在正規學校從制度上忽略民眾的需求以及財政困難的情況下，

以補足正規基礎學歷之欠缺。當前科技快速發展的衝擊波及社會各個領域，成

人教育產生了與補償教育不同的作用，學習內容有根本的區別。

多種經濟的所有制出

現後，發展滯後地區

受教育較多的年輕人

口大量向發達地區流

動，使得發達地區下

崗人員轉業和同等學

歷人口就業更加困

難；也造成原地區教

育投資增加而人力資

源更加缺乏，發展滯

後期更長。過度地強

調高等教育的大規模

發展，可能出現社會

性的過量教育和就業

困難，從而導致社會

性的經濟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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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無數次科技和社會變更是一生中的一個常數了，我們需要工業心理學

家、教育心理學家和課程專家確定現代工作單位對職工的基本要求。我們需要

研究哪些基本素質可以使人成功地應付一生中不斷發生的變遷；或者了解一個

人要具有哪些通用技能和知識，才能應付不斷變化的工作和生活需要。我們的

課程，相對於兒童學生、青年學生和成人學生，應該提供哪類知識技能和素質

的培訓？甚麼樣的教學方式較適合特定年齡的人口和提供特定種類的知識技

能？哪一級的教育足以提供最基本的通識教育？兒童之後的成人發展有哪些特

點？回答這些問題並不容易，其難度不是認定擴展某一級或某一類教育（例如，

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培訓）就可以使畢業生達到工作的技能需求這種武斷的推論

可以相比的，也比制訂一系列的考試標準來篩選學生要困難得多。

現存的中國高中階段教育過於強調職業技術培訓，而成人教育大量使用正

規教育的課本和教學方式。這都引起教育內容與工作使用的關聯性問題，引起

教學質量問題，以至導致投資效益低等問題bt。還有，中國職業高中畢業生（佔

整個高中的50%以上）在學校e學到的簡單職業技能很快會被淘汰，而他們的通

用人力資本只有初中階段。中國2000年的高中普及率仍然達不到學齡人口的

40%ck，而60%以上的同齡人最多只能完成初中教育。中國長期的高中職業教育

政策將會導致80%以上人口的通用人力資本低的長期狀況。

從表1中三個城市的比較亦可看到，深圳職工的基礎教育較其他兩個城市

強，完成普通高中以上教育的職工比例大，81%以上的職工達高中以上程度。因

而深圳企業培訓和個人自費的成人教育更多地是與技術有關的培訓；上海和重

慶則更多是與學歷有關的教育培訓。相比之下，深圳的企業和職工就更能將在

職其間的學習與工作相結合，提高生產。而上海和重慶更多地投資學歷教育，

補償職前教育之不足。就職工有效生產年限而言，上海和重慶這樣做，減少了

與生產直接有關的教育培訓年限期，降低了在職期間教育培訓投資的效益。還

要指出的是，高中職業教育的成本，比普通教育的成本以及企業在職培訓的成

本都要高。深圳中等職業教育的學校機構成本比普通高中高出40%；中專的學校

機構成本高出普通高中210%cl。當職業高中畢業生仍然必須接受在職培訓來獲

取與工作有關的專門技能時，在高中階段所投入的職業教育，即超出普通高中

教育所需的教育投資就是無效的投資。何不擴大投資相對低的普通高中，以增

加大眾對基礎教育的需求呢？而讓企業和有工資收入的職工去支付有關工作技

術的培訓呢？

為人口制訂適當的教育目標和教育投資政策，並時時客觀地評審這些目標政

策，是政府和教育機構不可忽略的任務。但政府和商界往往急於得到大量優質的

高技術人力資源，草草制訂不切實際的教育政策；家長們為了使孩子奪得進入現

代社會的「優等門票」，也心切地早早將孩子推進競爭重點學校的漩渦中。孩子的

視力因應付沒日沒夜的功課變成近視，想像力還沒有發揮出來就被考試題目窒息

掉了。而同時社會上已經出現找工作困難和失業，這真是矛盾重重！

最後我要指出，教育制度和社會制度晚些時候（也可能很快）會面對的另一

個挑戰，即可能出現的生活、工作和學習模式的改變。由於有先進的生產技

中國2000年的高中普

及率仍然達不到學齡

人口的40%，而60%

以上的同齡人最多只

能完成初中教育。中

國長期的高中職業教

育政策將會導致80%

以上人口的通用人力

資本低的長期狀況。

這都引起教育內容與

工作使用的關聯性問

題，引起教學質量問

題，以至導致投資效

益低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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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社會不再需要人口充分就業就可以解決生活基本需求。現代生產可以在很

短時間內，為大量人口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條件。僱主會採用縮短生產

時間和減少人員來提高效益。但帶來的實際問題是，傳統觀念置於就業人口以

外的失業人口和有更多閒散時間會成為一個長期、甚至永久性的社會現象。社

會現行的報酬制度是按勞分配。那麼誰應該獲得工作？每個人應該工作多少時

間？工作多少年呢？這些問題將會影響人們的經濟和政治狀況。一個可考慮的

方法是在將來逐步改變現存的教育觀念、社會制度和生活模式，即改變正規教

育—工作—退休—養老這樣一個順序的社會生產生活制度。今天的「失業」可能

不再是不合理的現象，教育的作用不再是單純尋求職業的門票和工作的保險。

可以將教育、工作、娛樂和休養合理地分配在人生的過程中，先接受正規基礎

教育，工作幾年，又接受離職的或專門的持續教育培訓，間中有個人娛樂和休

養的時間，較為公平地分配社會人口的時間。而教育培訓在正規教育中提供基

礎知識，在社會和經濟持續發展中更新專門知識技術，另外也成為社會消費和

個人修養的一種主要形式。現在這只是理想而已，還有待社會科學家進一步考

查和分析社會制度改變的公平和合理性，社會的經濟效益和經濟支持能力，以

及教育學家提供有關聯的課程和設制可行的教育制度。但如今所看到的社會問

題已經使對這類問題的研究變得刻不容緩了。

六　結 論

由於教育的服務對象是人；人置身於複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變化

中，使得教育的體制設置（包括教育培訓途徑、學習內容和目標），其效益評

估、社會公平性以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變得錯綜複雜。中國近年來發展

中所產生的問題，使我們不能再簡單地對待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只以經

濟為發展的主要指標。有關教育的研究應該與其他社會學科相互滲透，共同支

持教育體制的決策，這方面的綜合研究十分缺乏，因而給教育決策和有關的社

會決策造成困難。如果中國的發展要尋求可持續性，我們就必須放棄在政策和

學術文章中簡單地玩弄「終生教育」這個詞眼，而應做大量艱苦的研究。期望會

有更多社會科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政府官員努力，在中國現有的正規

教育和快速地區成人教育雛形的基礎上，研究和探討有中國特色的、支持社會

可持續發展的教育體系，為決策提供可靠的本土經驗和根據。

註釋
1　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Theodore W. Schultz,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no. 1 (March 1961): 1-17; Jacob Mincer,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教育制度可能很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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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再需要人口充

分就業就可以解決生

活基本需求。那麼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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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改變正規教

育—工作—退休—養

老這種順序的生活制

度。教育培訓不單是

促進經濟持續發展、

更新專門知識技術，

也成為社會消費和個

人修養的一種主要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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